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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1]。根据布鲁贝克的观点，从牛曼提出“大学的理想”

之后，维布伦、弗莱克斯纳、赫钦斯等人都立足于“认识论”哲学基础，强调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

知识作为目的，即以探讨高深学问为己任，“想方设法摆脱价值影响”。“政治论”哲学基础偏重的则是

高等教育对国家的深远影响，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诸如德鲁克、康马杰、沃勒斯坦等人指出高等教育

“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它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

和交流中心”[2]。通常，面对布鲁贝克提出的这两个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基础——“认识论”和“政治

论”，人们或者各执其一，或者简单地得出两条路径必须融合的浅层次结论，或者形成几个互不搭界、

毫无逻辑推理关系的路径探索，表现为呼吁学术自治、秉承大学精神之类的无力呐喊，而完全无助于

高等教育本质的理解与其职能的落地与实现。

思想的逻辑原点是分析问题的起点，因此，重新理解布鲁贝克的逻辑原点——对于认识论与政

治论之争，布鲁贝克自己的观点是什么——成为必然，也成为我们需要厘清的首要问题。虽然布鲁

贝克本人从未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但仔细研读，不难发现，以下典型话语透露了他的核心观点：“尽

管对高等教育来说，以德国研究大学的哲学为榜样的价值自由的认识论的逻辑非常具有吸引力，然

而历史看起来明显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不过，学术体系一定不能完全变为商业性质，不

能仅仅生产文凭和知识”[3]。一方面，他反复强调政治论作为现代高等教育合法性基础的现状；而另

一方面，他立足于认识论基础的立场，突出强调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呼吁保持高等教育的独立性。

遗憾的是，由于该观点自身具有的模糊性以及它相对隐晦的表达方式，加之人们从未对其进行深入

的分析理解，造成了现实中一定的认识误区，常常出现以子之矛攻彼之盾的混乱现象。研究者不是

理直气壮地将政治论视为高等教育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基础，并以此指责认识论为脱离现实的空想乌

托邦；就是义正言辞地借用布鲁贝克的认识论基础，严斥“政治论是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利于高等

教育的发展”；再不然就是采取折衷主义，主张“高等教育要在高深学问与现实关怀之间保持必要的

张力”。然而，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布鲁贝克既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基础论者，也不是一个肤浅的调

和主义者，而要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他的观点，我们不能止步于对布鲁贝克观点的表层理解，而必

须继续挖掘布鲁贝克思路的深层逻辑。

“‘合法性’问题是贯穿于高等教育发展始终的核心命题。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折射出高等教

育‘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的深层问题”[4]。从这个角度而言，高等教育的认识论与政治论之争充其

量仅仅触及了高等教育合法性问题的一个层面——“何以必要”层面。因为，有学者已经敏锐地指

出：“无论是认识论哲学还是政治论哲学，都从一个侧面解读了高等教育的功能基础”。具体而言，

“认识论哲学基础体现了一定的教学与科研功能的要求，即创造与传播知识必须要有相应的自由为

保障，而政治论的哲学基础体现了社会服务的功能要求，即高等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只有与社

会整体进行有效交流，该系统才能葆有活力”[5]。也就是说，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撇开它们各自在高

等教育价值中的序列差异不谈，认识论与政治论作为构成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两个并列因素，都在

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承担着各自独特的功能，满足人类不同领域实践活动的需要，是现实高等教

育目标的两个路标，可以部分地解释高等教育合法性“何以必要”这个层面的问题。而至于另一层面

——高等教育“何以可能”的问题域，则远未达及。不过，我们必须明确，布鲁贝克本人对于高等教育

合法性问题的探讨是包含了“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的双重层面的，只不过不是体现在认识论与政

治论之争的表层逻辑中。

[1][2][3]〔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第21页，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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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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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分歧的意图更在于说明它们的“统一”，在异质性的前提下寻找同质性的根源，从而构成高

等教育合法性问题的总体分析框架，而这个总体分析框架才是布鲁贝克提出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研究

的关键，也是长期以来未曾被深入探索的领域。事实上，布鲁贝克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自

己总体性分析框架的意图。在导言中，他说：“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

处理”，“本书试图建立一个参照框架，并且试图像音乐家在一个主题上作出变奏曲那样对各种哲学

流派，甚至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哲学流派作出处理”[1]。然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一般说来，用哲学的

方式处理政治问题这一维度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关注、所重视——实际上，人们通常主要是在此意义

上去理解和运用‘政治哲学’概念的——而用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这一维度则往往容易被人们

所忽略”[2]。这就是说，无论是对于认识论与政治论之争，还是更为根本的高等教育“是其所是”的本

体论问题。我们常常关注并重视的是“用哲学的方式”处理问题这一维度，却完全忽视“用政治的方

式”这一更蕴含政治哲学意味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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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一个强调外在功用，但它们都被以部分置换成了全部，成为评判高等教育合法性问题的根本

依据，从而造成以偏概全，妨碍对于高等教育合法性问题的全面认识。

运用政治哲学对于合法性问题的分析视角，在澄清了高等教育合法性问题的两个维度以及认识

论/政治论之争在其中的意义的同时，也在提醒我们关注政治哲学关于合法性问题的另一维度——权

力的正当性。并以此为出发，全面、重新认识高等教育合法性问题。因为这一视角可谓是当代西方

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形成正确的高等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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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视角如此重要，是理解高等教育合法性及高等教育方方面面的基础部分，是我们必须予以

相当重视的前提问题，也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理论精华——以“政治的方式”成功地处理高等

教育合法性问题。不过，问题也接踵而至。正如“一个原本具备正当性的政治权力，如果它缺乏足够

的证成性，例如缺乏基本正义、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就一定会削弱它的正当性”[1]一样，如果高等

教育最终不能保持人的完整性，帮助人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完善，那么，它的正当性就被削弱，甚而会

由此失去它的合法性。而这一从“目的的进路”为高等教育合法性进行证成的方面恰是布鲁贝克试

图予以解决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三、社会良心：高等教育合法性的自我证成

“目的的进路”追问的是“为什么需要”的问题，换言之，认识论和政治论都是从“为什么需要高等

教育”这个层面来回答高等教育合法性问题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一个认为高等教育自身即目的，一

个则把教育之外的目标视为自己要满足的对象，二者各有其合理之处。但是，问题在于：一直交替地

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认识论与政治论，为什么“现代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主要基础

是政治论”[2]？又为什么很多人却又将政治论视为造成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罪魁祸首？

随着高等教育越来越从社会边缘走入社会中心，政治论在现代社会中成为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

主要基础，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但是，许多人提出，高等教育越来越社会化，可以越来越好地位社

会服务，但这也意味着它越来越深地受现代社会强大的工具理性的影响，被卷入社会的科层组织中，

沦为实现各种外在目的的工具，完全失去了自主性。这种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一个以工具理

性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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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的相对独立性，保全了自己。殊不知，保持与政治权力的距离，并不是保持与政治的距离。政治

是社会必不可少同时又是非常重要的结构层面，一个良好的政治理念及其组织、制度恰是实现高等

教育生命与使命的根本前提与基础。由此可见，认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证成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其

次，政治论以社会服务为证成高等教育合法性的依据，当然有合理之处。但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

样，如果教育工具性目的，即实现客体文化主体化的效率追求变成了教育唯一目的时，教师们就失去

了面对具体的、未经设计的、生动的教育教学情境而利用独特的个人知识来促进个人发展、成长的机

会，教师们将不能从事真正的教学。此时，教师将不能领会到“教育”的真谛，教师也就变成了一个

“工人”，教育的生命意味就消退于、湮没于官僚化的机械化的、完成任务式的日常工作之中[1]。简单

而言，就是高等教育将进入无“人”之境。毋庸置疑，以分离的视角证成高等教育的合法性，那么，教

育不是沦为一种浪漫主义的空中楼阁式的教育理想，就是时时处处地被工具主义或功能主义所裹

挟。与此相反，提出将社会良心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责，可以更好地证成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提供

更为全面的认识角度。

如前文所述，布鲁贝克一直致力于以整全性的哲学方式来处理高等教育合法性问题。以政治的

方式回应的是何为“正当”的社会公共伦理问题，而哲学的方式针对的是何为“好”的个体人生价值问

题，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构成整全性的政治哲学视角，实现对高等教育合法性的全面认识。因为“政

治与教育拥有共同的人性基础，是它们能够重新结盟的重要条件之一”[2]，所以将社会良心的职责作

为证成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将“政治生活”与“良善生活”结合起来，才能避免将

人生价值问题变成完全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避免因此将个人陷于无所归依而茫然失措而带来

的困境和危机。一方面，“政治需要智慧，需要理性和德性（正义和善）的引导。而哲学对于政治来说

不是别的，就是政治的理性和良心”[3]；另一方面，人类始终向往高贵的伦理生活，始终关怀根本性的

人类处境问题，这是人类的终极问题。在高深学问与为社会服务之外，提出高等教育的社会良心的

职责，由于其根本基础是一种与人性的内在本质相关联的价值哲学或人性哲学，并非仅仅从传统的

道德观出发的“应然”要求，而是包含了制度美德和人性尊严的本体论意义，是高等教育“是其所是”

的自我证成。

“关键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寻求各种答案的共同基点，而是寻求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这是布鲁

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本文的立足点。由此，关注高等教育合法性问题，梳理认

识论与政治论的深层逻辑，厘清其中正当性与证成性的意义维度，提出整全性的政治哲学视角，其意

义更在于其中的问题意识及其本源性意义，并由此出发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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